经学视域下的学术研究路径探索
——虞万里教授学术思想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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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万里，1956年5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绍兴，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敦和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训诂学会副会长。研究范围涉及经学、经学史、石经学、历史文献学、文字音韵训诂学、避讳、姓氏和古籍整理等领域。著有《榆枋斋学术论集》《榆枋斋学林》《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高邮二王著作疑案考实》《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等书籍，发表论文200余篇，主持整理古籍近2000万字，如《马一浮集》《高邮王氏四种》《明经世文编》等。曾获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奖国学成果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清华大学李学勤中国古史研究奖、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等重要奖项30余项。
回顾虞万里的学术研究之路，在研究领域方面，他从音韵训诂等传统小学领域步入经学堂奥，再立足经学，返归于文本、文献、石经、学术史等领域作微观研究。在研究对象方面，他由《清经解》深入乾嘉学术，站在清人经学与经学史研究的基础上，溯源追踪两汉经师授受传承脉络和训诂原貌，探析先秦以来经学文本传衍流变历程，展望周秦经学萌发伊始面貌。在研究方法方面，他强调扎实的经学文献基础，重视学术前沿、问题意识、逻辑思考。40多年前，他即每日阅读《清经解》数小时，反思前人研究得失，梳理问题并力求解答逻辑清晰、论证严密。在研究基础方面，他强调知识面须广博，指出学术成果若为冰山浮出海面之一隅，则学术基础当如海平面下之巨基①。他重视研究的多面、立体，面对某一具体经学人物、经学文本时，必尽量在更宽广的视域下梳理其史实背景，旨在将专题的“点”“线”扩展成“面”的研究，使研究结果呈现为一个有时间、空间坐标轴的立体几何图形。本文试从经学文本和文献研究、文化思想研究、经学典籍整理、治学精神四个主题，简论虞万里之学术思想。
一、经学文本和文献研究
虞万里曾指出：“儒家文化继承夏商周三代礼仪文明与人文精神的精华，并予以总结、发展和体系化，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集中体现在《易》《书》《诗》《礼》《春秋》五经以及后来发展形成的十三经文本中，这些经典从口头传授到书于竹帛，镌之石碑，转抄于纸卷，刊刻于梨枣，传之于今。”[1]但从六艺的形成到十三经的确立，经学文本历经两千多年的纷繁变迁，已因字体更替、传抄舛误而显得异常复杂；经学文献内容、思想亦因应时代变化及师承传授不断发展。经学文本和文献研究，即为对不同时代的经学传世文本、出土文献的面貌及其传承流变作尽量客观清晰的梳理。其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研究方法萌芽期：深入文本，在清代学者研究基础上向前推进
《榆枋斋学术论集》一书反映了虞万里学术生涯初期的思想面貌。此书收录了1978―2000年他发表的27篇文章，涉及古音、古文字、出土文献、清代学术、三礼、避讳、敦煌文献与道教等研究领域，体现了他在学术生涯伊始即秉持的广博视野。书中指出，语言研究要与历史文化背景相结合，汉字之形音义都有其特定历史立体坐标和发展曲线，要注意音韵历史中的方言性等，这些思考为后来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一阶段，他深入经学文本的音韵研究，对清代学者的合韵说、民国学者的音理一元论等理论展开反思。如其首篇文章《从古方音看歌支的关系及其演变》，即通过全面考察《诗经》《楚辞》和先秦其他群经诸子以及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代的诗文用韵，并根据《说文》谐声字、读若字，《切韵》支部字材料，分析上古音时期周郑音系和楚辞音系中歌支用韵的不同现象，从政治变迁、经济流通、文化影响、都城迁徙等因素推理古音系中歌支用韵相混、经传异文产生的历史原因，超越了清人的“合韵说”且较林语堂的研究更加全面。从时间上，文章按照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对上古、中古音开展分段研究；从空间上，将每一时段的诗文用韵进行地域划分，如将《诗经》十五国风按地区进行分类考察。又如在《三礼汉读异文及其古音系统》中，他着手全面收集汉代经籍、子史异文，并将之与《尔雅》《方言》《说文》《释名》《三苍》《急救》以及出土简帛等所含之声韵系统清查整理，从而修正以韵文、谐声为主所得之古音系统，以期使汉代乃至先秦的综合音系更接近客观事实[2]186。此一阶段，他已经认识到文字音韵发展的层累性。此后，这一思考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渐由字音延伸至字形、字义，已经蕴含着近年来的一些思想雏形，杨蓉蓉评述“虞万里的一些重要思想已在其中萌芽”[2]845–846，的为确论。
（二）研究思想发展期：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立足经学视野开展文献综合研究
从上海市自行车厂到《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再从上海辞书出版社到上海市社科院，虞万里逐步进入“捉笔从吾好”的阶段。2012年出版的《榆枋斋学林》一书收录了他2001年以来的40篇论文，计约100多万字；再加上2009年出版的53万字的《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和有关“石经鲁《诗》异文”研究的一些未刊稿，十年间其论文研究成果近180万字，其笔耕之勤、著述之丰可见一斑。此一阶段的研究旨趣，他自述是“因为对脱离先秦文献仅用有限例子来构建上古音系的音韵学研究方法有所保留，深感要比较深入地研究上古音，必须重视两汉经学，于是转向经学、历史文献和清代学术史研究”[3]。这一思想影响了其相当长时间的思考与研究面貌。
在《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一书前言中，虞万里指出：“真正要深入、透彻地理解、诠释文献含义，非得深入经义、经学史内部去思考、把握，甚至某些字形字义和字误之确定，也须在对经义深思熟虑之后方能判别。始于字形，经于经义，终于思想，故儒家简牍文献研究，归根结底是经学研究。”[4]经学视野成为其研究的重要出发点。所以当他在撰写《〈郑风·缁衣〉诗旨与郑国史实、封地索隐》一文时，为梳理《缁衣》一诗的主旨思想，他结合《仪礼》《礼记》等文献详细考辨缁衣形制及其用途，利用《史记》《汉书》《国语》《战国策》等传世文献与考古遗址、出土商周青铜器铭文等研究郑地所在，考察郑国始封及其迁徙，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缁衣》诗篇之思想及创作时代。此文揭示了战国晚期到秦汉间的《诗经》文字分化与统一双轨并行的过程，兼及孔子诗教思想阐述，在丰富的史实陈述基础上概括诗旨，其研究方法令人深感张之洞“从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从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之言诚不我欺。
在研究方法上，虞万里综合利用传世文本与出土文献开展经学文本形态的研究。《榆枋斋学林》中，他通过详细对比释读清华简《尹诰》和古文尚书《咸有一德》文句，以他长期关注、思考的先秦儒家传体的本质形态，提出《咸有一德》是西汉孔安国等经师为先秦《尹诰》所作之“传”的看法。《以丁晏〈尚书余论〉为中心看王肃伪造〈古文尚书传〉说——从肯定到否定后之思考》一文则通过梳理近三百年的《尚书》辨伪史公案，反思“王肃伪造说”背后的成因，强调了实事求是、谨慎客观的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要坦然面对反面证据，冷静对待现代学术中的犬影吠声，破除现实门户和思想门户之陋见，学会在难以解释的复杂问题面前保持沉默。《三礼郑注“字之误”类征》一文从形、音、义的角度分析字误之原因，并利用出土文献尽量推断出每一字误产生的大致时代，反映了其对于“异文”时代性的思考。
此一时期的研究中，虞万里在方法和成果上已经突破了乾嘉学者的结论和视野，但对清人始终保持着尊重的态度，并多次表示自己是乾嘉学者的忠实追随者，绝无以点带面否定乾嘉学术成就之意，也反复指出今人取得的突破与新材料的发现密不可分，因此要慎勿骄傲。
（三）研究理念成熟期：推陈出新，推动石经学发展，开创经学视野下文本传承形态和训诂等综合研究
2013年以来，虞万里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并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儒家石经文献集成”。在这一时期，他围绕集文献、文字、文本、碑刻、经义、经学史、历史于一身的石经学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他指出，从中古时期经典文本学的角度来看，石经比出土文献更有价值，因其与传世经典文本关系密切，“如果没有石经文本，我们就无从窥探汉魏和唐宋经典文本内在的传承与发展脉络”[5]。2008年以来，他有关石经研究的论著已逾50万字，涉及历代石经研究整理的相关学者、著述、方法及影响。一方面，他以石经校勘传世经学文本开展经学史研究，如他在《〈诗经〉今古文分什与“板荡”一词溯源》一文中，结合“鲁诗”残石所见《板》《荡》篇什位置，钩沉出“板荡”一词与“鲁诗”学派的关系，分析背后的今古文经学背景；另一方面，在近7万字的长文《〈尚书·无逸〉篇今古文异同与错简》中，他结合熹平、正始石经的残石错位，重新排列《无逸》竹简文字，综合运用经学、经学史、语言文字学和历史年代学等多学科方法，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关三宗的排序和年代提出了新的思路。
这一阶段，虞万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汉读”“异文”的最新研究。他揭示了“读”字的文本学意义和特殊时代性，指出“读”的深层含义是在因文字形体变更而无法理解用不同书体、文字书写的文本时，用易字改词方法释读或识读之。“汉读”就是汉代经师以此法释读或识读用古文书写的先秦文本，开创性地揭示了汉读的主观性面向。其《〈尧典〉“光被四表”与“横被四表”文本解析——汉代经师隶定与训读的一个侧面》一文，通过戴震、王鸣盛对于异文的争论，利用传世典籍、出土文献分析“光、桄、横、廣”字形的演化，揭示了汉代经师在辨识、隶定、训读、传抄古文经时产生伪误的原因，并启发研究者对王念孙的“因声求义”理论予以反思。这种追本溯源的反思精神，源于其多年词典编纂经历中的不断追问，体现着他“商辨豕亥到古窗”的漫漫求索。
40多年的思考与研究，使他对经师传承的形态学研究也更加深入。早在2009年，他即通过对比先秦时期传、论的文体差异，指出上博简《孔子诗论》应该更名为《孔门诗传》；《章句起源与初期形态蠡测——以安大简、阜阳简、海昏简〈诗经〉为中心》一文分析了“章句”从狭义的断章分句到广义的思想诠释的衍变过程；8万余字的《以传附经文本之起源与形成》和《汉代传注附经与章句、注解兴替》长文，则通过考察传自先秦的诸子文本和七十子后学篇章，将以传附经的形态萌芽向前追溯至战国中期《管子》《墨子》形成之时，打破了经学史上延续了1400年的孔颖达所谓“以传附经始于马融《周官传》”的说法。通过系列研究，他揭示了“传—章句—注”这三种不同历史阶段的解经体，诠释了经学文本研究的价值。
总之，虞万里教授的经学文本和文献研究，从初期的继踵清代学者、循迹乾嘉汉学，到推动石经学研究，充分利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开展文本形态学探索，追踪先秦两汉经学史传承发展脉络，体现了他在经学视域之下开展研究的方法自觉。
二、文化思想研究
“所谓学者，就是一个通过读书来获取知识形成思想解决问题的人。”[6]虞万里围绕经学文本和问题开展的思想文化研究，如姓氏与避讳文化研究、道藏与道教文化研究、唐文治与马一浮思想研究、风俗文化研究等，亦蔚为可观。
（一）姓氏与避讳文化研究
中国是先有姓还是先有氏？中国真的存在过母系社会吗？在202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一书中，虞万里指出摩尔根的母系血缘氏族理论不适合用于讨论中国上古氏族姓氏，中国远古只有氏而无姓，姓是周朝为安抚稳定时局、分封异族而创设的符号，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真正的古姓只有40多个，随着周的灭亡姓与氏合二为一，姓氏遂合称。他指出：“母系社会是二十世纪随着西学东渐而涌入的舶来概念，中华大地上近五千年来是否存在或经历过母系社会，考古学尚未能给出一个充足有据的明确回答。”[7]2因此，要谨慎对待理论。在避讳起源的研究中，他分析远古先民珍名心理下的讳名礼制，全面搜罗、排列、分析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简牍帛书中所见的具体场景中上下级、长幼辈之间不同的称谓，发现殷商的动态称谓中已有上可名下、下不名上的等级观念，可推测殷商时期已有讳名习俗，至西周则逐渐成为礼仪制度。对于复杂且争议很大的商王日干称谓，首创性地提出了“祔庙说”。他还分析了原始民族的名字禁忌、商周鬼神思想与上古宗教仪式，推测“夏代以至传说中的黄帝、尧、舜时代，语言中有讳名倾向或习俗完全在情理之中”[7]383–384。
在此书自序中，虞万里还解释了自己看似“双标”的方法论原因。他一方面反对摩尔根母系社会和直系血缘理论的直接套用；另一方面又援用弗雷泽等人调查的民族志资料佐证避讳研究。这是因为人文学科研究需注重不同文化、时代背景及不同心理因素，用高于理论的智慧决定研究方法的取舍，以求揭示对象的本质。他写道：“尽管学术随历史足迹永远在进步，观点、理论也随研究之深入而不断修正、完善。但回顾学术史，当某种观点、某种理论因某种原因在某种范围被传播之后，会在一段时间甚至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限中被经典化运用，教条化套用，甚至扩大化滥用。而当该观点、理论已被修正、完善乃至扬弃，由于地缘暌隔、信息滞后、学科错位等因素，陈旧而不完善甚至错误之观点、理论仍会被一再复述演绎，日用不知，导致学术研究在理据充足的光鲜表象下陷于一种不切实际的、纷乱矛盾的境地。中国古代史与姓氏学即曾走过这样的弯路。”[7]139–140这种冷静客观的反思对学界具有启示意义。
（二）道藏与道教文化研究
《榆枋斋学术论集》《榆枋斋学林》二书中还可见虞万里对道教文献和文化的研究。写于1984年的《〈黄庭经〉新证》通过细致梳理经文韵谱，归纳用韵分合，厘清了《黄庭经》成书的年代及其流传；通过《黄庭经》的经文文体，结合道教兴起的时代背景，梳理出《黄庭经》的传授脉络及作者。《〈黄庭经〉用韵时代新考》一文则考证了《中景经》为李千乘合辑之作。《王羲之与〈黄庭经〉帖》结合王羲之家族的天师道信仰和相关文献，确定了王羲之写《黄庭经》换鹅的史实。《东汉肥致碑考释》则是其前往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访问时而作，通过逐字释读笺证《肥致碑》碑文，讨论了东汉方士思想中的儒家成分以及道教发展的社会基础。《〈正统道藏〉编纂刊刻年代新考》则彻底解决了《正统道藏》的编刊年代、编著者及刊刻始末等问题。通过辑录《汉天师世家》《临江府志》以及墓志铭等各类典籍记载，他考察43代天师张宇初及继任的44代天师张宇清在永乐年间的行踪及其交游情况，并通过对比张宇初自编的《岘泉集》与《正统道藏》，推断张宇初并未在北京主持编纂道藏工作。此外，他还通过明成祖《道藏经序》进一步确定了编纂时间，厘清了永乐《道藏》的编纂、刊刻以及增补刊刻的来龙去脉。此文从1983年开始思考到2005年动笔完成，其中世事变迁而学问恒进，启人深思。
（三）唐文治与马一浮研究
虞万里教授指出，20世纪初叶，为应因西学东渐，国故学讨论一时兴起，汹汹嚣嚣，“群言淆乱之中，有两人毅然决然，将自己观点贯彻在学术研究之中，此即国学大师唐文治与马一浮先生”[8]1，“唐先生以六艺对应西来学科，马先生以六艺统摄四部百科，一往一返，一放一收，在上一世纪国学讨论中，堪称一时翘楚，独领风骚。两先生之研究与理念对于本世纪国学性质与外延之争，仍具启迪意义”[8]4。
对唐文治的相关研究，可看到虞万里的经世致用思想。一如章太炎强调“经义”“治事”两端，“有了学问，当然非托之空言，要在见之实行”[9]，认为学问与治事同样重要。关于唐文治，虞万里认为他“集德业、功烈、著述于一身”[10]，唐文治面对西方现代教育体系的冲击，以群经为根本，注重经学思想义理的价值体系作用，强调经典要有用于时。2015年以来，虞万里先后发表《唐文治〈论语大义〉探微》《唐文治〈孟子〉研究管窥》等文章，从辨析名义出发，条分缕析地把握唐先生的经学思想。对于唐文治先生救人心、拯民命的思想探索和教育实践，他满怀敬意地指出：“太仓唐蔚芝先生以经术立身，处风雨飘摇之世，慨然以经世济民、拯救人心为己任。方其出长上海交大，擘画规模，奠基定向，铸成百年名校；既而退营无锡国专，传道培德，简彦拔俊，哺育无数群英。是诚二十世纪上半叶兼事功与学问于一身，岿然为众望所归之硕德大儒。”[11]在2015年举办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儒学研讨会上，他宣讲的论文主题即唐文治先生的《孟子大义》，他也多次以唐先生“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的寄语勉励青年学者。
马一浮曾指出：“弘扬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地保存国粹，单独地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方是圣人之盛德大业。”[12]虞万里于1983年整理《马一浮集》时，将马一浮引用的经典文句全部作了查核，发现其引经据典基本没有大的讹误，不由加深了对马先生的佩服。每个人均有自己性之所近的学问，马一浮倾心宋儒，和虞万里立足考证的旨趣原本不同，但是读书与治学不可无宗主，同时又不应有门户之见。由虞万里认为马一浮的思考对自己的考证文章有很大帮助，亦可见其治学的包容性。为了理清坊间所谓“马一浮先生要浙江大学称其为大师”的传言，他撰写了《马一浮与竺可桢》一文，还原了竺可桢聘请马一浮到浙江大学授课的动机和史实。在2023年举办的“六艺一心——马一浮学术思想及其世界意义”特展开幕式上，虞万里指出：“马一浮先生是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象征。他镕铸四部，会通儒佛，兼具正统儒者所应具备的诗教、礼教和理学三种学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观……他一生不断呼吁人类蠲除世俗习气，恢复人性的本初之善，而晚年自号蠲叟、努力创办复性书院，其宏大的愿心就在于此。人们借由他读书、译书、著书和交友、教学的人生长卷片段，以期领略他直接孔孟的内在思想理路和蠲习复性的愿心。”
（四）风俗文化研究
在编纂《汉语大词典》的过程中，虞万里教授还撰写了《桃符风俗源流考》一文，纠正日本学者吉野裕子在《阴阳五行与日本民俗》中有关“桃太郎”和桃符辟邪的说法。文章通过查阅“桃符”一词及桃符起源的传说，梳理了文献中桃符风俗涉及的事物如苇茭、鸡、虎，考证了桃符辟邪的日期、辟邪物的形制以及桃符与春联的关系。其中讨论桃与鬼、巫、医的关系时，颇有文化探源意味。他在梳理桃符等辟邪物的形制时，引用《论衡》《风俗通》《战国策》《云笈七笺》《荆楚岁时记》《抱朴子》《本草纲目》等各类文献，并佐以《睡虎地秦墓竹简》文字、敦煌文献、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桃俑等，已经展现出其当时所具备的文献功底和对新出土文献、考古材料的运用能力。
三、经学文献整理编纂
在虞万里的学术生涯中，经学文献整理和经学研究的推进始终相辅相成。20世纪80年代他即参与孙诒让、马一浮、姜亮夫先生的著作集整理，此后又作为丛书主编开展了系列经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出版了一系列可谓“经学文献渊薮”的著述，如《正续清经解类编》《石经研究文献集成》《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高邮王氏四种》等，亦可见其笃实的治学功底。
（一）清代经学文献《正续清经解类编》《清代经学文献丛书》等
虞万里曾说：“《清经解》是我学术生命的灵魂。”对于笃实的古籍整理者，他始终怀着尊敬之心。1987年，因古籍书店影印《清经解》需撰写前言，他着手《正续清经解编纂考》的研究，并萌生了《清经解外编》的研究计划，该计划的第五部分便是为正续《清经解》整理各种版本的便查表——按照作者、书名、分类开展查检。2020年出版的《正续清经解类编》正是以经学分类法编辑而成，此书将《皇清经解》及《皇清经解续编》重新统一编排，不分正续，不再以作者为纲，而将书分经为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四书、五经总义、小学10类；每类之下，先收专著，后收图谱类、校勘类、语言文字类著作；同类著述，大致以作者时代先后为序；所收书目一尊原书，版本上取正续《清经解》学海堂、南菁书院原刻，四拼一影印，分60册出版，打破了两部丛书之间的界限，全面展示了清代经学之大貌，为系统研究清代经学发展提供了更便于查询阅读的文献体系。
最近，他还在筹措纂辑《清代经学文献丛书》，旨在将5种《四库全书》、正续《清经解》以及刘晓东、杜泽逊教授主持的《清经解三四编》之外的清代经学文献进行梳理编纂，从而进一步丰富清代经学研究材料，推动经学发展。
（二）石经文献《石经研究文献集成》《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等
虞万里主持的《历代儒家石经文献集成》重大课题，旨在汇集汉熹平石经、魏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蜀广政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绍兴石经、清乾隆石经等历朝镌刻的儒家石经拓本及其相关文献，建设可供比勘、研究的石经文献资料库和儒家经典文献平台。如《蜀石经集成》即将国家图书馆藏刘体乾旧藏残拓、上海图书馆藏黄丕烈旧藏《毛诗》残拓、近代成都出土的残石进行了全面汇集，为开展蜀石经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他认为，20世纪七朝石经研究热潮是由20年代洛阳出土汉魏石经残石所引起，但随着出土文献研究的发展，学界热点已从石经转向甲骨、金文以至简牍中的战国文字，同时，20世纪上半叶发表在旧杂志上的论文基本被尘封在图书馆中，不易借阅。为充分发挥石经文献在探索儒家经典的原貌与原始文本方面的价值，他编著出版了《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该书最大限度地收录了1900―2000年的七朝石经论文，选录了王国维、罗振玉、马衡等一批著名学者最具学术价值的石经研究成果，不仅存文献之真，而且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学术史料。他希望这些文献能够为石经领域研究者提供参考，推动学界将石经与经典原始面貌、今古文文本、战国文字、同音通假、历朝正字、四书形成、碑刻形制演变等联系起来，在统观的层面上做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三）专题文献《高邮王氏四种》等
阮元曾称“高邮王氏一家之学，海内无匹”。虞万里主持点校整理的《高邮王氏四种》包括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共撰的《广雅疏证》《经传释词》《读书杂志》《经义述闻》4本书，是“二王四书”自清代刊刻以来的第一套完整点校本。2020年出版的《高邮王氏著作疑案考实》，即虞万里教授在主持整理“高邮二王四书”过程中写成的一篇长文。1978年初得《清经解》后，他便浏览段玉裁、高邮二王之书，摘记书中先秦两汉时代的同义复词并进行考证，又因心仪王氏学术为人而手抄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年谱》。为考证学术界讨论百余年的“二王四书”著作权公案即《经义述闻》是否由王引之所撰，虞万里教授通过详细校勘二王校本眉批签记，对比《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原始残稿及初刻二刻三刻、《广雅疏证》刊本与校订改稿等，结合书信材料，详细考证出“二王四书”的写作过程，证实了《经义述闻》确为王引之所作。此后，他又撰写《王氏父子与〈经义述闻〉著作权公案再鞫》，进一步论证了“一切‘与铃’‘归美’甚至说是引之剽窃之论都是无中生有，并不符合王氏父子四十余年共同撰著之实情”。《高邮王氏四种成因探析》一文，更梳理了这4本书之间的关系，此为前人所未曾揭示。他立足于经学发展的内在脉络，指出王念孙在撰著《广雅疏证》的过程中，总结出“周秦汉人之训诂皆在《广雅》，而流传于世之汉魏经师训诂仅其部分，如若将《广雅》所容纳之秦汉训诂与传世汉魏经师训诂比较、斟酌，可以纠正传世经史、诸子之误解误释，如此而与文本校勘结合，初步酝酿一周秦汉经典正伪计划”[13]，迫于体系庞大而时间紧迫，父子二人遂合作分工，王念孙自撰《读书杂志》，王引之执笔《经义述闻》和《经传释词》。这项研究在学术史实的意义之外，还生动展现了二王父子尤其是王念孙的治学精神，其在为官之余数十年孜孜矻矻如一日地勤勉用功，抛弃百事专精于书，令人感佩。
四、治学精神
知其学，焉能不知其人。虞万里教授的治学精神一如其为人，贯穿于其研究始终，其治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重视学德，砥砺求真，恒求日新，永无止境
学亦有德，虞万里曾指出：“就研究取证角度而言，控辩双方如果对正反事实搜罗未遍，则失之局狭；若有意隐匿掩饰不利证据，则有亏学德。”[14]212他对学问始终抱敬慎态度，多次表示学问求真是永无止境的探索，“夫极深研几，著书立论，自谓豁然斤斤于事，洞然炯炯于理，将名作实，执指为月，实则如荧光之穿岩穴，暗者正多”[2]1。学德体现在字里行间，他认为：“清儒在未见如此众多出土文献情况下，能够建立四家《诗》研究构架，其用力之勤，用功之深，已足使后人惊叹敬仰。其种种缺陷与不足，正有待我们用新出土资料，新研究思路来弥补与修正。”[14]154对于自己的研究结果他保持谦逊的态度，如在推理得出“祖甲应是殷商太宗太甲”的结论后，表示此结论“若为学界认可，则将是综合经学、经学史、语言文字学和历史年代学解决经学历史公案的尝试，尽管它不一定是最终定论”[15]。又如他在《再论蜀石经与大和旧本关系》一文中，详细辨析了孟蜀石经刊刻的母本，通过分析宋人所说的“大和旧本”“雍都旧本”“大和本”和“大和石本”“雍京石本”等概念，结合六朝唐代写本流传和唐代多次的校勘活动，认为孟蜀石经底本为经注合一的“大和旧本”。但是他对自己的结论仍然保持开放与随时更新的心态，坦言若有新材料证实结论不对，则当欣然接受。他自述：“决不沉浸在前人不完善的结论中做简单盲目的左袒右袒，既不以为前人已经解决而安于因袭，也不为争一个我对你错而去有意翻案。这是我一贯的治学态度，因为我没有什么师承，没有必要去恪守什么师说，只从材料出发，细心梳理研究，最后结果是什么，就做什么结论。”[16]他又指出：“唯读书求真，不可以意气断，不可以私臆测，不可以形迹求，尤不可师心自贤自智，轻言轻发也。”[17]
（二）精勤于学，黾勉于事，孜孜不倦，毫无放逸
虞万里教授的治学研究可谓勤苦，但他也乐在其中。1985年出版的《南宋杂事诗》是他点校的第一部古籍。全书共7卷，计101首诗，由清代沈嘉辙、吴焯、陈芝光、符曾、赵昱、厉鹗、赵信同撰，诗作均以南宋七朝150年间事迹为题材，旨在补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之未备。诗集征引书籍近千种，平均每百余字就引一种书，各书所引次数共达2000余次。诗集所引书中多有十分冷僻的笔记史料，有些现在已佚或难见，有些易见但版本不同，而且大量引文掐头去尾，只出书名，不出卷数或小篇名，在卷次多、部头大的古籍中目验手查，实在难以稽核。20世纪80年代，电脑检索、古籍数字化程度远远不如现在，全靠手工翻阅古籍寻找引文出处。他利用《佩文韵府》《骈字类编》《辞源》《中文大辞典》等工具书，在其中索查引文中最僻最难的词汇，幸而查得引录之文词后，再取原书查阅校核，这样翻来覆去地逐条核验，遍览了7位诗人引述的宋元以来史子集部书籍，可见其为学之毅力与精神。在论文撰述方面亦是如此，如在撰写长达5.4万字的《“三礼”汉读及其古音系统》一文时，全面梳理《周礼》《仪礼》《礼记》三书汉注中的所有异文资料，整理出2500张卡片，将其中1600余条排入韵谱，最后选择其中20多条详细发覆撰写成文，如其所自言之“日日强学、时时拂拭”，字字不虚。
（三）奖掖后进，厚德待人，积极构建经学学术研究平台
虞万里主编的《经学文献研究集刊》（下文简称“《集刊》”）以经学、古典文献学、学术史为重点刊发内容，目前已出版30余辑，2011年进入CSSCI来源刊物。《集刊》作者遍及大陆、港台、澳门、日本、新加坡等地。他曾经谈及《集刊》办刊的初心，即回想自己年轻时遭遇冷眼退稿的经历，因此希望办一刊物，既能刊登确实言之有物的长文，也能适当扶助年轻人一起成长。在稿件甄选上，《集刊》始终坚持问题意识明确、论证过程清晰。在长文刊发上，已刊发包括音韵学前辈宁忌浮先生、北大辛德勇教授等学者的音韵、史学长文，青年学者王天然副研究员的蜀石经疏证、刘柏宏助理研究员的大射典礼研究文章，还有前辈遗稿如第27辑刊发的钟泰先生《春秋正言断辞三传参》（王继如教授整理）等。目前《集刊》刊发年轻学者的文章比例已超过20%，对此他表示，希望《集刊》能为真正有志于传承经学文献的青年学者在学术起步阶段给予一点帮助与鼓励，更重要的是推动经学研究。当然，对于题目大而无当、识见好高骛远、材料蜻蜓点水、论证目的不明的文章，亦坚决不取。关于坚持办刊18年的风风雨雨和是非委屈，虞万里教授曾在《国文天地》一文中谈及。但在他看来，只要坚持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出于公心来办刊，“无图利之心，有守本之愿”，自然“斜风细雨不须归”。在日常的生活中，虞万里教授从学术上给予他人的指导与鼓励，亦不可胜数。青年学子执文求教，必认真对待，予以鼓励。略计其为学者书稿所作序言，总字数亦逾10万字，其中很多长文，他常常斟酌许久，以求文体与著述内容相应，篇幅与书籍体量相当。如《唐文治国学演讲录》《字海》书前序言均逾4万字；至于在为王锷教授所著《礼记注》和丁鼎教授主编的《三礼学通史》作序时，均用文言行笔，集经传注疏和诸子文句而成，更是一再思量。虽然他常说自己颇喜骈文，曾经阅读过20多种中国文学史，但作文与赏析之难易，自然不同。序言写作若求词气并美，兼具文采与内容，需要付出大量心血，由此可见其待人之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这是虞万里教授有感于杜甫赠李白诗，在2019年手书的一副对联。面对学术生涯中的各种际遇，他表示善缘足以迪智清神，益知净心；然而一因多果，善缘之因，往往恶缘与共。虽儒门不言果报，只需施惠无念，受恩莫忘，直道待人，虚衷御物，然天道感斯应彼之理，终究同样不可思议。因有感于其为学之勤勉无逸，为事之无愧屋漏，为德之日新永进，兹述虞万里教授学术思想如上，与同道学者分享。
注释：
① 如《榆枋斋学林》前言所言，该书内容若以现代科目细分，涉及经学、语言、道教、石经、碑刻、辞典、姓氏、称谓、避讳、黑城吐鲁番文书、古书辨伪、简牍、清代学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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